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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常 非日常 反日常

　　我们没怎么在意的“日常”，是由“传承”支撑的。传承是从人类社会形成时应该就已经存在的文

化，只要社会继续存在，今后也会继续存在。我们可以将生活看作以日常为中心展开，不时夹入比

较有规律的非日常，突然混入反日常，如此这般，不断延续。人们一般参照“俗”与“圣”的对比，试

图以“日常”与“非日常”的二元对立来理解我们的生活，我认为为了正确把握生活的实态，也不能忘

记“反日常”。

  　  在这一场合，“日常”指的是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以及劳动等每天的营生，每天的生活几乎就

是这些活动的重复。“非日常”指的是在固定的月日，季节，在人及群体的成长变化的关节点,按照约

定俗成举行的庙会，节日，仪式等，这些也是反反复复举行的，然而不是每天反复的，所以笔者倾

向于将这些活动的举行看作非日常。所谓的“反日常”，指的是不规则的，突然出现的各种灾害，事

故那样的事态等，当然无需说明，战争也是反日常的。如果生活只是在日常和非日常的反复交替下

不断推移，那么平稳无事，当然很好。然而有时也无法回避突然混入的反日常，就会出现令人遗憾

的局面，正如历史所教给我们的那样。

传承和传承文化研究  
　　那么，究竟传承是什么？我是如此考虑的:
  

　　由很多人以口头反复传播的事项（如故事歌谣，规范，伦理观等等），通过口头或是身体行

为继承的动作，技术以及互助合作的方法，以及通过心领神会而不断继承下来的各种观念。

　　另外，笔者认为，传承不仅仅指继承下去的内容，包括传达，继承行为本身也是所谓的传承文化。

　　如此这般的传承，在上文所述的日常和非日常的各种时间，场所都被广泛地认同，集团性，类

型性，持续性是其特征。反日常的场合，虽然也存在可以看作传承的行动，但是所谓的反日常通常

是某一事件突然发生，如何行动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相应的判断，因此无法依赖传承。

　　上文中提到传承的类型性，持续性，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根据周围的情况被适当地改变，

或者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其中的某些内容消失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刚才还提

到被集团性地继承的特点，然而传承的团体有大小，集团本身也存在兴衰的问题。因此，传承在有

着持续性的特点同时，长年累月中发生变化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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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在将传承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或以传承为资料进行研究时，有必要用文字对传承的

内容作记录，或以录像，绘画，图像等手段将其定影。

　　然而，应该是从人类社会出现时就已经存在，也可能慢慢地发生了变化的传承内容，由于其过

于理所当然，我们对于传承的认识，不得不承认总的来说是很淡薄的，将传承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体

系性把握的事更是迟迟没有出现。因此，虽然日常，非日常的活动不断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然而，

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将传承文化以文字进行描述，或是以绘画进行记录。

　　不过，我们也并不是完全什么也没记录。在庞大的传承文化中，可能只是九牛一毛，然而，以

古代的日本来说，有关国家的成立的传承在《古事记》中有总结，各地的情况则以诸《风土记》的形式

记录下来。之后的历史时代里，贵族士大夫们的日记，游记等记录流传下来了一些当时的社会生活。

此外，应时代的需要而编纂的朝廷，大臣和武家的记载了各种仪式，制度，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

的文书和法令中，也包含了很多当时作为习惯法而被传承继续的事项。

　　到了更进一代的江户时代，也就是17，18，19世纪，在本居宣长那样的国学者之间，出现了积

极试图理解地方传承文化的意义的人物，幕府官僚屋代弘贤使用了名为《诸国风俗问卷》的问卷调查，

比较各地的节日庆典，祭祀庙会等，出现了试图理解传承下来的各种事项的意义的萌芽。可能是因

为处于相对比较安定的时代，还出现了菅江真澄，古川古松轩那样到各地旅行，将在各地所见所闻

的日常生活进行详细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人。这些记录下来的传承文化，成为贵重的资料。

　　这样的重视各地的传承内容，并进行记录，传承的人在当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情况是仅

仅出于兴趣本位地记录了各地稀奇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因为觉得是奇风异俗而进行记录的，仅仅是

这样的水平。

　　到了明治时代，由研究者编纂的《人类学杂志》（《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开始刊行，对欧洲的相

关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另外，与各地的各种文物的发掘出土一起，传承也被积极地介绍，传承文

化到这一时期才终于成为研究对象。然而即使是这一时期，也还很难摆脱将传承看作奇风异俗的想

法，可以说，还没有达到思考地方生活中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的阶段。

　　在日本，确确实实地意识到传承中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是明治41年（1908），柳田国男拜访

九州宫崎县椎叶村时，接触了当地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传承活动，意识到对研究文化来说传承的重要

性的时候。此后，柳田阅览了大量的书籍，寻找其中记载的有关传承文化的内容，在将其作为研究

材料的同时，如果有关心的问题，则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柳田之前，还没有人意识到传承的丰富内涵，因此，记录下来的传承

资料非常之少。因此，柳田和受到柳田影响的同仁一起，对各地当时以各种形态存在着的传承进行

积极地记录，并通过对它们的比较推进研究。昭和10年（1935）前后，还对文字化记录了的传承进行

分类，在明确传承文化的总体像的同时，尝试着确立相关的研究方法。至此，作为担当了文化研究

的一个分支的学科，新的民俗学在日本诞生了。

　　如此这般，民俗学者奔赴各地进行更多的传承文化调查，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作为研究者间

共有的研究资料的同时，也开始思考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

2. 追溯古老传承的调查

　　笔者进入大学，开始关心民俗学，并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的是在昭和30年代中期，也就是1960
年前后。

　　那时，与其他各学科相比，民俗学是一门新学科的说法很盛行。也因为此，民俗学的资料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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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够充分，必须到各地收集更多的传承资料。与其同时，我们还被要求在各地调查的同时，实地

感受传承。笔者也不例外，开始到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地至那时为止还没有记录保留下来的

保持当地社会运营的实在形态，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人生过渡礼仪等进行访谈记录。然而，我们

当时更热心追寻的是当时已经消失的，发生很大变化的传承的以前的模样，比起当时正在进行的传

承，我们更多打听的是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战前时代，也就是说1880年至1940年左右的各

种情况。

　　民俗学中经常说的，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追溯其形成路径，尽可能地明确其变迁形态，是得

出正确答案的重要前提，我们这样做也是遵循了这样的思考方法。

　　为此，我们在自己的调查地，走访那些已经离开劳作第一线，然而经验了前一个世代的老人，

打听他们青壮年时期的的经历，向他们请教经历过的各种体验。在古老传说的前一时代中，可能有

着更以前的传承内容，因此想知道尽可能更从前的事。从老人的嘴里打听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各种有

关从前的说法，仿佛闯入了一个未知世界似的，很兴奋，同时也找到了通过这样的活动记录，积累

从前的事实的意义。当时的很多民俗学者都是这样做的。笔者觉得这样做并没有错，而且是今后也

应该继续的工作。

　　然而，接着也产生了只是做这样的事就可以了吗，这样的疑问。为了回答现在的疑问，试图了

解过去的行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正在经验的现在。了解古老的事，更古老的事本身仿佛成了

目的。即使是追溯了往昔的事，甚或是更往昔的事，然而所谓的往昔实际上是没有界限的，同时古

老的记忆通常也很模糊暧昧了。是不是记错想错了呢，这样的情况也存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始

注意到，这样的忽视当今实际情况的做法将没有什么成果。

3. 直视当今传承的变化

　　我们开始意识到，就在我们眼前，各种事态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对这些事项也必须予以关注。

当时，也就是昭和3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1960年～ 1975年左右）的日本，正处于高度经济成长期，

机械化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极大变化，基于水稻种植农业的庙会祭祀，节日庆典也在不断变化。

随着石油输入的增加，能源革命使得薪炭业无法维持，农家的炕炉也在不断消失。结婚和生孩子的

仪式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意识到，有必要更加正视这些现在的变化的样子，进行正确的记录，追究其主要原因。另外，

在很多事态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有一些事项却完全没有变化，那些难以变化的事项是如何传承的？

其不发生变化的理由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思考的。

4. “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

　　昭和51年（1976），我开始在成城大学工作。在逐渐了解了大学状况的过程中，笔者知道了该大

学保存了“山村调查”的笔记。

　　所谓的“山村调查”，是从昭和9年（1934）开始的3年间，以柳田国男为中心的乡土生活研究所的

同仁们分工合作，到全国六十个左右的农村，山村调查当地的传承生活，并以笔记记录保存的研究

课题。

　　调查者们带着印刷了100个调查项目的统一的笔记，进入各自的调查村落，对可以说是至今为



84

止几乎没有留下过记录的当地的传承进行调查，记录，并思考。这些在同一时间，以相同的项目调

查了的记录，当时谁也没有使用，只是妥善地保管在大学的《柳田文库》中了。笔者阅览后，觉得虽

然在内容上有粗略细致之别，不过内容很充实的笔记很多。让这些贵重的资料一直束之高阁是何等

可惜，笔者开始思考该如何将其活用。

　　经过与先辈老师们商谈，在同事和研究生们的协助下，开始了对“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该

调查是从昭和59年（1984）开始，为期3年。昭和59年，刚好距离于昭和9年开始的首次“山村调查”

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里，经历了战争，战后的混乱期，以及其后的高度经济成长期。对日本来说，

此五十年是极为动荡的时代。本次调查主要是想了解，经过这样的五十年，笔记中记载的事项在各

地域现在是被如何传承的，同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已有的明确的记录，将五十年前作为开

始点，试图明确此后发生的变化。

5. 追踪调查的成果

　　有关“山村调查”的跟踪调查的成果，已经有公开的发表，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不多赘述。不过，

正如调查前预料的，几乎是所有的事项都发生了激烈变化的预测,经过调查进一步明了了。另外，有

关变化的原因也进行了各种分析，这些分析也已经发表了，这里不再赘述。

　　然而，战后，以政府为中心发起的各种计划，以及全国各地方自治体和各地方响应这些计划而

积极推行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和新生活运动被明确为变化的要因之一，坦率地说，是笔者的预想之

外的。

　　可以说，在那之前的民俗学，对国家的政治动向，政府的政策等等不太关心。一直以来，民俗

学在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同时，调查各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记录各地方的祭祀庙会，节日

庆典，追溯婚姻的变迁，关注民间信仰等等。然而，通过这次跟踪调查，可以明白地方的各种传承，

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民俗学也有必要关注这些方向的想法开始出现。

6. 生活改善的诸运动

　　所谓的生活改善运动，可以说，是指为了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由政府提出，

推进诸政策，受其启发，各地方自治体，地方的各团体以及各家各户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进行的

各种创新和付诸的各种努力。是在“政府”企划，启蒙的同时，作为其启发对象的“民众”明确自己的

意愿，进行各种努力并将之付诸于行动的运动。虽然对于改善的“善”该如何理解，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不管怎么说，生活改善是官和民结为一体，一起参加的运动。

　　近代以来，在各个时代背景下，推进过各种各样的生活改善运动。然而，人们最热情地加入，

成果也最大的可以说是二战后的十多年间进行的这一次运动。原因是，战败后人们的精神颓败，物

质生活上也非常困乏，采取什么行动，从如此混乱的状况中站起来已势在必行，官•民都是拼了命

一样地参加各种活动的。

　　这一时期的运动，由以下四大支柱组成。

⑴ 农林水产厅主导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
　　通过改进农业技术，改善农业经营，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虽然这非常重要，不过只做这些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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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善农村，山村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的想法下，由农林水产厅主导，推进了此运动（渔业也

同样如此）。在致力于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将农，林，渔民个体的健康，家庭消费生活本身等作为

独立的问题，该运动正是基于这一新思想而推行的一次实践活动。

　　为此，昭和23年（1948），农林水产厅内新设了生活改善课，其内部进一步分设了居住生活，饮

食生活，衣着生活，家庭管理以及保健育儿等科室。以生活改善课为中心，之前没有考虑过的农，林，

渔家的衣食住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安排，家庭内女性地位的提高，家人的健康（特别是婴幼儿的健

康成长）等等都被列入企划内容，从而达到总体上改善农，林，渔村村民们的生活的目标。

　　政府在从总体上调整制度的同时，通过考试招募，培训了生活改善普及员，实际进入各地方，

对生活改善运动进行启蒙，普及。生活改善普及员都是女性（最多的时候全国有2000名以上），她们

在各地巡回，召开讲习会，座谈会，说明改善生活的必要性。生活改善普及员们还积极推动，帮助

由当地女性（特别是年轻的主妇们）组成生活改善小组，以居民为主体寻找需要改善的问题，并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完善了村民们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条件。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只提出口号，

发出号召，而是培养，推进地方付诸实践活动的能力。

　　作为其结果，根据报告，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果：

　　炉灶的改良　　厨房，供水系统的改良　　浴室的改良　　保存食品及面类食品的烹饪水

平的提高　　小家畜家禽（山羊，鸡）的饲养（为了得到奶，蛋）　　农忙期集体合作做饭菜活动

的实施以及临时保育所的开设（由此可以减轻家庭内女性的负担）　　工作服的改良　　苍蝇，

蚊子的共同驱除

　　由此，人们的营养，卫生等方面都得到改善，充实，同时，通过炉灶，厨房等的改善，女性从

繁重的家务活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

　　由于这些方面的成功改善，女性们逐渐有了自信，地方中有关女性的评价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⑵新生活运动
　　上文介绍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主要目标是提高当时被认为是有点落后的农山渔村的生活，以及

推进那里的女性在家庭内劳动的合理化等，与此对应，新生活运动则是在都市部及单位内推进，以

全国国民为对象，主要是着眼于精神生活层面的改善运动。

　　政府机关中的主要担当机构是设立于昭和30年（1955）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新生活运动协会设立

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国民形成合理，民主的生活习惯。也就是说，国民要以勤劳为贵，注意浪费铺张，

奖励储蓄，废弃古老封建的人际关系及习俗，推奖良风善行，努力改善衣食住生活。这些也不是什

么新鲜事，近代以来，由政府主导试行了很多次，然而，到那时为止，都没有取得什么可以称道的

成果。

　　然而，这一次的新生活运动在实施方法方面下了很多工夫。那就是，不是由政府出面站在前面

主导，而是在与地方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工作单位等团体保持充分联系的基础上，对地方的运动进

行支援，推进。由地方组织，民间团体等提出需要改进的问题点，国家尊重相关团体自觉自主地采

取行动，解决问题。作为政府机关的新生活运动协会派遣讲师指导，启蒙发现问题，并向地方，团

体提供已经采取行动的其他地方及团体的信息，举行各种各样的宣传活动，并对实施行动的团体予

以财政援助，也就是说采取的是从侧面对运动进行支援的立场。

　　各地具体实施的活动非常多样，笔者对这些活动内容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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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公众道德水平的提高 相互帮助运动  振兴健康合理的娱乐活动

B 红白喜事的简朴化  排除生活方面的浪费行为  储蓄和家计的合理化  严格遵守时间的习惯

C  日常仪式，习惯的改善　迷信，陋习的打破

D  衣食住的改善  保健卫生面的改善　消灭蚊子和苍蝇运动

E  有计划地生育

　　D的内容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及下文提到的保健所的活动有重叠之处，其他都是只是生新活运

动推行的活动，下文⑷中述及的公民馆协同进行的活动也有很多。虽然不是马上显示出效果的内容，

然而逐渐影响了地方社会的传承活动。

⑶保健所的活动
　　以保健卫生为中心，负责改善国民生活的是厚生厅，在各地方，则是以保健所为中心进行活动。

保健所主要做的是结核病的对策和传染病的预防，母子保健，改善营养和食品卫生以及有关公众卫

生的问题等。

　　然而，不改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等就无法改善上述问题，因此，保健所也积极参加了生活改

善运动。农山渔村的保健，育儿方面的改善工作，由于与生活改善普及运动相关，在各地方都已经

开展，实现没有蚊子，苍蝇的环境也与新生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致力于维持，提供国民的健康

状况以及改善地方的保健卫生情况的保健所的工作，有着极大的意义。

⑷公民馆的活动
　　公民馆是文部厅管辖下的社会教育设施。为了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普及，废除封建式思想，

公民馆积极推行了公民教育，并开展地方教育文化活动。在这里，同样存在如果不改善生活本身就

很难取得成果的问题，因此，最初时，也积极开展了卫生活动，婴幼儿的定期健康诊断，公共浴场，

共同做饭，公民馆结婚仪式，保育托儿活动等有关生活福祉的活动。因此，对作为改善对象的地方

民众来说，上文所述及的生活改善普及运动，新生活运动，与保健所所开展的活动有着相似之处。

　　不过，对于封建思想保留较多的地区来说，积极促进了居民的生活解放，地方民主化活动的公

民馆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另外，正如下文将要述及的，为了实现结婚仪式的简朴化而实施的公民馆

结婚仪式也是不可忽视的。

　　正如上文⑴‐⑷所综述的，可以说,“官”方的生活改善运动主要由四大支柱组成。因此，本文

中使用生活改善“诸”运动这一说法。

　　不过，理解这些运动的意图，并积极付诸于实施的地方民众，并没有对这些运动进行明确区分，

而是将此作为同一的生活改善运动理解，实施的。

　　其结果是，总体上来说这些运动的目标基本达成了。目前，农林水产厅内的生活改善课已经废

止。新生活运动协会也改变名称，进行了新的活动。保健所，公民馆则作为地方的重要设施继续存在，

然而不再以生活改善为主要活动目的了。

7. 诸改善活动中有关陋习的认识

　　从人类社会出现就应该存在的传承这一文化，对社会的形成和维持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存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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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非凡的思想，大发现，大事件相比较，在创造性特征，领导世界的能量方面有所欠缺，然而在

维持社会的安定方面却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虽然确实在慢慢发生变化，不容易变化也是其主要特征。

　　上文中述及的政府有关生活改善运动的各种政策，对各地方一直以来的传承活动进行了直接的

干预，可以说，以政府认为是“善”的方向试图对地方的很多传承活动进行了改进。从具体活动内容

来说，政府认为是“善”的，包括卫生的，健康的生活环境，金钱方面物质生活的安定，互助合作的精神，

合理性的思考等等，试图将人们的生活向这样的方向引导。这也是一般的事项，所以笔者也理解。

　　然而，如果以这些为“善”，那么该如何看待诸如下例的各地传承活动。例如，祭祀庙会，节日

庆典等仪式中的浪费及仪式性的偷窃，集会时的冗长拉杂的闲聊，杂谈，对寺庙神社的过度祈愿，

各种消灾仪式，婴儿出生后的各种仪礼，以及婚礼，葬礼时的各种赠送习俗等等。从改善运动的立

场来说，这些也应该是改善的对象，然而如果将这些活动一律视为恶习，陋习，马上进行强制性的

改善，地方的民众可能会觉得生活干燥无味。即使在该地域之外的人看来可能是浪费，不合理的，

然而对当地人来说，是让生活充满活力的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代代相传下来的。诸如此类可以说基于

各地方的伦理，长期以来已经刷入当地人心底的各种风俗习惯，推进政策的人也必须对此保持理解

的态度。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如果打着“善”的大旗，对这样的传承进行强行改善，地方居民必然人心动摇,甚至导致人们的反

抗。维持地方社会的安定可能就会比较困难。现实生活中，祭祀庙会时的浪费似乎有所复活，婚礼

的简朴化也很难说已经得到理解并实行。人们对非生产性的手工制品的看法也有变化。另一方面,地
域内的互助协同精神在减少的感慨之声不时可以听到。民俗学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情况，是我们必须

思考的问题。

　　虽然有必要思考，不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不存在绝对的基准,民俗学也没有能力给予裁定，

或是给其指明方向。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关注，对于那些自己的传承被看作必须改善的“陋习”而

被指导的人们来说，为了真正过上精神愉快，物质富裕的生活，各个人到底接受什么，拒绝什么，

为什么拒绝，对于持续至今的传承，只是改变其中的什么方面。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观察，分析，努

力正确理解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向。




